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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的宣教随笔提到文化本质化。这是一个重要的题目，现在比较详细的说明。
1． 社会事实 、本质论（essentialism）、建构论（constructivism）

社会科学处理的是社会事实（social fact）。本质化社会事实是将社会事实看为实存的物质，有本质和界线划分的。例如说「汉族」是实存的，有清晰的质量，每个汉族人都有同样的质量，所以我们可以预料所有汉族人都有同样的行为。比例，汉族人有同一价值观（例如儒家思想）、守同样节日（春节、端午节等）。这样的质量和行为将汉族和其它民族分别出来。
社会科学家（包括人类学者）不接受本质论，提倡建构论。社会事实是人造出来的，没有本体的实质，存在不是长久，是易变的
。社会事实所代表的是真实存在，但是社会事实本身却是人造出来的。「汉族」代表的人群的确存在，但是「汉族」这个名词（和意思）却是人造出来的。汉族群体没有清楚界线，有很多成员的行为表现出他们没有同样的价值观。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这些价值观，有些人尽管知道也不遵从，也有些人尽管愿意遵从，但在某一情况因为环境不利而不遵从。而且价值观是不断改变的（特别是现在受全球化影响）。因此「汉族」这社会事实的意思是不断改变的。

文化也是同样的。如果本质化文化，文化成为本体的实质，是一个群体所有成员拥有的。人类学者 Friedman 提出文化本质化是按着以下三个步骤形成的：
第1， 看文化为一些有实质的意义。
第2， 看文化是个人拥有的，与群体的其它人共享。
第3， 这些意义就好像文章有客观的存在，研读文化就好像读文章，不需要透过属于这文化的人了
。
相反，建构论（又称过程论）下的文化概念却是给文化和社群成员一个辩证式互动关系。一方面，社群的成员可以接受一些文化特征，拒绝另一些文化特征，或者改变一些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尽管文化对社群成员没有控制性的影响，但仍然有重要影响
。
文化本质化的后果就是错误的期望，认为所有同一社群的人都有同样的行为表现。例如说中国文化是中国人拥有的实质，有便是中国人，没有便不是中国人，是外来人，所以界线是清晰的。很多人犯了这个错误，包括基督徒和宣教士 。正确的概念是「中国文化」这观念是人造出来的，没有本体的实质，存在不是长久，是易变的，而且没有清晰的界线。事实上中国有这么多人口，很难找到每一个人都共享的文化，所以有不同的中国文化。而且越来越多人在某一方面与一些中国人共享一些文化特征，但在另一方面则与另外一些中国人（甚至外国人）共享一些文化特征，形成混合（creolization）或混杂（hybridization）现象。
2.
文化本质化与文化基要主义（cultural fundamentalism）

文化本质化的极端就是文化基要主义。文化基要主义包括两点。第一，每个文化有清晰的界线，和其它文化分别出来。并有其独特性，因此不能和其它文化比较，形成极端文化相对论。第二，文化是互不相容、彼此敌对的， 因为人类的民族中心主义是根深蒂固 。所以文化基要主义提倡按着文化分开社群
。

有些多元文化社会的政策者和少数民族领导人抱着文化基要主义的态度，这样会带来坏的后果， 就是种族隔离，成为变相的种族主义。

另一个坏后果是助长种族或国家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便是出自文化基要主义。因为文化基要主义是错误，文明冲突的结论也是错误的。然而如果用这学说来提倡「相似文明」的联盟及与「不同文明」的对抗和冲突，这是很危险的。
3．
本质化与霸权（hegemony） 
霸权不是指政治性的蛮横权力，而是在社会科学上指社群不经意的接受、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力。这权力可以根基于关系、形象、或思想等。因为根深蒂固，社群不会质疑这权力。所以这权力通常是隐藏的
。封建时代的王帝有掌控百姓生死的大权，百姓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霸权。
为一个群体定下名称（和意思），这名称就代表这个群体。当这群体在这个名称和意义下定位，便受影响驱使他们的行为表现配合这意义。这样定下名称包含霸权来影响行为。通常的情况是有权势的人（包括政界人员、富豪、知名人士）才可以成功的带来定名和定位。有权势的人不单带来定名定位，并且本质化这些名位，因为这些名位带来的行为是对他们有利的。这样就持续他们的霸权了。

举一个例子，人类学者Kearney指出给一个群体定名为「农民」，如果他们接受，后果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会配合农民的方式，他们也会按着农民的身分来争取（或不争取）政治权利。如果「农民」的意义包含被欺压，他们会忍气吞声受苦。因此有权势的人会借着本质化这名称来长期压制这些「农民」
。

社群经常借着本质化文化来建立和维持霸权。例如在印度的原教旨印度教徒主张印度的文化建基于印度教（定下名称和意义），因此所有印度人应该是印度教徒。他们借着教育来建立霸权，这样下一代都不自觉的成为印度教徒。然而事实上印度没有统一的文化，印度教也不是统一的，所以这是借着本质化文化来建立和维持霸权。
4.
本质化与话语（discourse）

理论是有关意义和真相，话语则不同，是包含意图和目的
。举例，一个人进入一房间，说：「这房间很冷啊」。从理论来看，可以从气温来决定这房间是不是冷。然而从意图和目的来看，这个人说这句话，其实是想关闭开了的窗。

本质化的语言，从理论来看是错误的，然而从话语来看，却可能表达合理的要求。例如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提出他的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但是给主流文化破坏了，所以要求保护他们的文化。从理论来说，他是本质化文化。然而从话语来看，他是表达他的民族的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文化的失落，社会结构的破坏，带来民族的冲击可能引致很多社会问题，如酗酒、吸毒、犯罪等，甚至民族的消灭。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话语，不是单单判断错误，也要明察意图和目的，和怎样满足合理的要求
。
5.
宣教应用

在这里提出三个宣教应用。
a.
未得之民和定型 

在前线宣教里，未得之民（又称福音未及之民）的概念是宣教策略的根基。这个概念的根基是民族观念。上文已经指出「民族」是人造出来的社会事实。然而，在前线宣教里「未得之民」却常常被本质化 ，以至每个未得之民都有清楚文化界线，与其它民族划分出来。借此来定每个未得之民在宣教策略里的优先次序，并定下配合他们文化的宣教方法。然而，明白文化没有本体的实质、存在不是长久、是易变的、而且没有清晰的界线，便会谨慎的定宣教策略。有些情况下，可能「民族」不再是适合的名称。例如「华人」这个名称，普世「华人」的移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说不同语言，来自不同国家，甚至有不同的身分认同，所以不是单一的民族。既然如此，「华人」这个名称是不是不适合呢？
另一方面，进入一个群体宣教时，很容易犯的错误是定型（stereotype）这群体的人。定型是出于本质化，认为群体的每个成员都有同样的文化特征。定型阻碍了解和沟通，容易引致偏见和歧视。不定型，用辩证式互动方法来看文化和社群成员的关系，才能够真正明了这个社群的成员，而且采用有弹性和有效的方法来宣教。
b.
多元文化和混杂文化

在这个全球化、人口大流动、和城市化的世界里，宣教士很可能面对的不是单一文化的群体，而是多元文化和混杂文化的群体，包括移民、难民、国内游民（例如中国民工）、国际性游民（例如宣教士、跨文化交际学员、外交人员、跨国商人、和留学生）、跨国群体（transnational cosmopolitans）。这是新的情况，需要新的理论与新的策略和方法。
c.
爱国和爱同胞

「国家」和「同胞」都是社会事实，是人造出来的。所以我们需要提防本质化这两个观念。有权势的人会不断本质化它们（例如借着教育、宣传、法律、甚至战争来本质化），以霸权来牢笼百姓。一定程度的爱国和爱同胞没有违背圣经的教训。然而，当这感情过分强烈，阻碍我们跟随主的时候，便产生问题。基督徒首先是神国子民，然后才是地上的国民。因为爱国和爱同胞，而歧视或排斥其它民族，或是忽略向他们宣教，或是忘记公义怜悯，这都是重大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提防本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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